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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军 
我是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的。想从地方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谈谈地方商会的

研究问题。 
地方商会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个范畴：一个是对地方商会内部治理结构的

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浦文昌同志的文章做了很好的研究和论证。我同意他的观

点，即地方商会组织的治理结构必须按照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路去考虑，这样才能

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另一个是地方商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这也是地方商会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之一。他们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即如果地方政府的民主治理没有进展，则地

方商会的发展是要受到很大限制；反过来地方商会的每一点进步，也会有利地促

进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 
在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 
我国是典型的“党-国体制”国家，党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治理明显地受到党内生活是否民主的重大影响。这就是

我们常说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即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党内缺乏民主

的地方政府那里，求得人民民主的良好发展。 
同样，地方政府与地方商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那么，在地方政府大的治

理框架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自上而下的干部管理体制没有根本改变

的时候，要想求得地方商会的发展难度也很大。但是，以上所说只是问题的一个

方面，因为如果把这种看法绝对化，就很可能得出基层商会的发展无所作为的结

论，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 
实际上，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僵死的。而且经过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地方政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

国地方政府的最大变化就是他们在发展经济上与人民取得了基本的一致。只要能

够发展经济，就是适当地扩大一些当地的民主成分，是可以得到允许的。正是在

这一点上，地方商会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和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地

方商会发展分担了政府的一部分任务和责任，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规范了行

业行为，成为了地方政府联系各种经济组织的桥梁和纽带。 
但是，地方商会的这些作用只是其全部功能的一部分，而且是地方政府比较

容易接受的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就有点痛苦了。这就是

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监督作用的话，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

能使自己自动成为一个负责任、讲信用的政府。这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和开放已经

使利益多元化了。这种多元化不仅表现为社会上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更重要

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都有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如果上级的改革

措施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在执行上就会出现扭曲。地方商会的发展至少给了

各种经济组织一种监督地方政府的手段，即使这还是一种不算太硬的手段。 
从这种观点来看，地方商会的发展实际上起了一种矫正地方政府行为的作

用。它为地方政府自己的利益设定了一个界限：即地方政府维护其自身的政治和

经济利益，不能以损害地方经济组织的利益为代价。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这种地方经济组织对地方政府的矫正作用就越大，边界就越硬，地方政府超越边

界所付出的成本就越高。因为，地方政府是不可能去冒损害经济发展的风险的，



 

之所以如此，因为发展经济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也是上级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依

据，也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政绩所在。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能够为商会所矫正呢？不是的。在政府与商

会的搏弈中，中央和省一级的政府，由于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有相当的距离感，所

以，当商会的组织结构在这些层级要求变动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相比之下，

地方政府由于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较多的联系，则对于地方商会的发展采取较为

宽松的政策。地方商会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矫正作用也会更有效果。这恰恰是我国

基层民间组织发展的突破口。 
如果我以上的分析是有根据的，那么地方政府治理的制度变迁的轨迹就可以

看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一致前提下，地方商会的发展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和发展

空间，同时，也就产生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这种监督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有

一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地方政府在接受监督和适应与地方商会取得平等合作关

系上，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商会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地方党

的组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这个过程发展顺利，则我们就会看到由于地方

商会的作用所产生的积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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